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够促进共同富裕吗？*

杨仁发1，李自鑫2

（1. 安徽大学 经济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2. 安徽大学 大数据与统计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摘　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实现共同富裕需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文章在理论分

析的基础上，利用 2002−2020 年中国 258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作为准

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表明：创

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异

质性分析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更为显著地促进中西部地区以及一般城市共同富裕发展。作

用机制检验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主要通过城镇化、人才集聚和产业结构升级等途径对共同富

裕产生影响。文章的研究不仅拓展了创新型城市试点的政策效应分析，也为新时期促进共同富裕发

展提供政策启示，还为下一阶段继续扩大创新型城市试点范围选择提供决策依据。

关键词： 共同富裕；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多期双重差分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6；F1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23）08−0019−15

DOI: 10.16538/j.cnki.jfe.20230517.402

一、引　言

党的二十大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

本质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中之重。新时代共同富裕不仅强调物质生活的富裕，还

注重精神生活的充盈，是发展与共享的统一。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要解决好普遍增

长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两个问题（王雪莹等，2022），这需要依靠创新的强大驱动力。因此，

必须坚持创新发展，以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许多国家注重创新驱动要素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

用。目前已有二十多个国家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2005年 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2006 年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标志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正式进入实施阶段。2016 年 5 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到 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

列以及到 2050 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三步走”目标。在建设创新型国家过程中，2008 年

开始实施的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是其中的重要举措之一。2008年 6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批准深圳市为第一个创新型试点城市。2010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技部分别批准大

连、北京海淀区等城市或区为创新型城市试点，此后逐渐增加试点城市数量，目前已有 103个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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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成为创新型城市试点。2016年，科技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制定的《建设创新型城市工作

指引》对创新型试点城市建设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等方面工作作出要求。经过持续推进创新

型试点城市建设，创新投入和创新成效均显著增加。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 年全国研究与

试验发展经费支出达到约 2.79 万亿元，是 2005 年的 9.3 倍。全国专利申请授权数从 2005 年的

21万项增加到 2021年的 460万项。总的来看，随着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推进，创新投入的增

加促进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经济总量 2021年达到约 114.37万亿元，是 2005年的 6.1倍。城乡

居民人均收入比值从 2005 年的 3.4 下降到 2021 年的 2.5。可以看出，在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

实施期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但这之间有内在关联吗？这需要进一步验证。本文尝试分析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共同富裕发展的影响机制和效应，希望为共同富裕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发展的重中之重，而创新是最为关键的动力。与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

有三个方面：一是共同富裕相关研究。目前对共同富裕的研究主要围绕共同富裕内涵、测度以

及实现路径等内容展开。在共同富裕内涵方面，李海舰和杜爽（2021）从全民富裕、全面富裕、渐

进富裕、共建富裕四个方面概述共同富裕含义；郁建兴和仁杰（2021）将共同富裕内涵概括为是

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三个关键要素的统一；李军鹏（2021）认为共同富裕包含消除绝对贫

困、实现全体人民富裕、兼顾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以及缩小差距四个方面。在共同富裕测度方

面，万海远和陈基平（2021）从结果导向出发，使用单一指标来衡量共同富裕的“总体富裕”和

“共享富裕”两个维度，并借鉴新人类发展指数的构建方式构建共同富裕量化函数；陈丽君等

（2021）在对共同富裕内涵界定的基础上，结合共同富裕的特征，从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三

个维度来构建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李金昌和余卫（2022）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以富裕、共享和可持

续性为要点，并以此构建共同富裕过程评价指标体系和共同富裕结果评价指标体系。在共同富

裕实现路径方面，李实和杨一心（2022）认为基本公共服务能够促成更加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和

提高精神生活质量，从而推进共同富裕，进一步探讨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行动逻辑和路

径选择；徐鹏杰等（2022）研究表明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能够有效促进共同富裕，全面促进消费对

共同富裕推动作用主要依靠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此外，还有学者研究表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

重（李春玲，2022）、增强先富地区经济增长空间外溢能力（覃成林和杨霞，2017）和推动收入分配

制度改革（孙豪和曹肖烨，2022）等途径能够实现共同富裕。

二是创新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目前部分学者从不同角度来分析创新发展对共同富裕

的影响。Doloreux（2002）认为交互式学习、知识生产、空间距离、社会嵌入性是发展区域创新

体系的四个途径。邹克和倪青山（2021）理论分析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并采用 2010−

2019年省级层面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张金林等（2022）基于 CHFS 微观调查数据，实证研究数

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和作用机制。谢谦和汪雪婷（2022）基于劳资共赢视角，使用中关

村海淀科技园企业微观数据研究企业创新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王雪莹等（2022）则从发展不平衡

角度研究数字服务业与协调性均衡发展之间的关系，认为数字服务业对协调性均衡发展具有显

著推动作用，但存在滞后性。另外，也有部分学者探讨相关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张敏等

（2022）探讨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和机制。刘奥和张双龙（2023）基于城

乡收入差距视角探讨革命老区振兴规划的实施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熊凯军和张柳钦（2023）基于

居民收入视角探讨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

三是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效应分析。目前对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效应的研究围绕创新、绿

色发展、经济韧性等多个方面展开深入探讨。李政和杨思莹（2019）认为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

够显著提升城市创新水平，并且呈现先增强后减弱的非对称倒“V”形变化特征。杨仁发和李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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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2020）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拓展到宏观试点政策层面，研究发现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显

著提高企业创新水平，并且不存在时滞效应。丁焕峰等（2021）将创新型城市试点作为创新改善

环境的典型例证，探讨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环境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王晓等（2022）

理论分析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创新型城市试

点政策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经济韧性。孙倩倩和周建军（2022）研究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实

施将有效推动城投债发债规模，并呈现倒“U”形趋势。刘曙光等（2023）研究表明创新型城市试

点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推动城市绿色发展，但推动效应存在滞后性。

现有文献主要围绕共同富裕和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效应展开较为深入研究，这为探讨创新

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共同富裕影响提供研究基础。从研究共同富裕的文献看，直接从创新政策视

角进行研究的文献较少，而且现有文献虽然对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效应的研究较多，但是对于

共同富裕影响的探讨较少。因此，仍需进一步研究创新试点政策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以及作

用机制。

本文尝试分析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共同富裕影响的理论机制，利用 2002−2020 年全国

258 个城市的数据，在构建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并进行测算的基础上，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

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有利于共同富裕的发展，并且经过一系

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更为显著地推动中西部地

区以及一般城市共同富裕的发展。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主要通过城镇化、

人才集聚和产业结构升级等途径促进共同富裕。

本文可能存在的边际贡献在于：（1）区别于现有文献，本文基于创新试点政策视角，利用多

期双重差分模型对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否促进共同富裕进行实证研究，不仅拓展了创新型城

市试点的政策效应分析，为新时期促进共同富裕提供政策启示，还为下一阶段继续扩大创新型

城市试点范围选择提供决策依据；（2）本文从共同度和富裕度两个维度构建共同富裕指标体系，

测算共同富裕指数，进一步补充共同富裕量化测算；（3）本文尝试从城镇化、人才集聚和产业结

构升级三个方面弄清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为进一步制定促进共同富裕

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本文其余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共同富裕影响的理论分析

及其作用机制；第三部分为模型设定、变量选取以及数据来源；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以及分析；

第五部分为机制分析；第六部分为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

（一）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共同富裕影响的理论分析

共同富裕是富裕的共享，也是共享的富裕（李实，2021）。共同富裕应是全体人民在物质、精

神生活上均达到满足的一种状态，实质上是解决好“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两个问题，是富裕

与共享的统一。具体来看，富裕对应“做大蛋糕”，指的是提高生产效率，提升物质资源丰富程

度，同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进而达到物质生活的富裕以及精神层面的盈余；共享对应“分好蛋

糕”，其更注重公平，指的是全体人民共同享用“富裕成果”，强调不同维度的共享程度。本文尝

试从这一内涵角度进行理论分析。

实施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目的在于提高城市的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在试点城

市的建设过程中，将有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从宏观层面上，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有利于提升

创新氛围，促进试点城市带动周边城市进行协同创新发展。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是在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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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导下进行的，各城市根据地理区位、经济发展水平等基础条件制定差异化的政策实施策

略，定期进行城市间的学习交流、总结经验，构建城市创新协同发展新格局。在推动城市经济高

速、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不断缩小城市之间的差距，进而推动共同富裕。从微观层面上，创新型

城市试点政策有利于促进企业和个人的创新行为，以创新驱动企业等微观主体发展，缩小微观

主体间差距，从而促进共同富裕发展。熊彼特创新理论认为创新是通过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

数，满足经济发展的根本需求，而研发投入是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型试点城市在政策和

资本等方面支持企业等微观主体的发展，加大创新研发投入，帮助企业等各类微观主体解决诸

如资金投入不足等问题（Brown等，2012），降低企业研发风险（Edler和 Fagerberg，2017），促进企

业等各类微观主体创新，提高创新能力；同时，创新型试点城市实施诸如落户、补贴等一系列政

策来吸引人才，促进人力资本聚集，推动技术创新与科技进步，优化资源分配系统，提高城市创

新资源的使用效率（李政和杨思莹，2018），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共同富裕。因此，创

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设 1：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

研究共同富裕不仅要聚焦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更要关注相关因素对共同富裕影响的异质

性（袁惠爱等，2023）。因此，本文进一步从共同富裕子维度（共同度和富裕度）分析创新型城市

试点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实现富裕度和共同度的共同发展，不能只想着“做大蛋糕”，而不注重

“分好蛋糕”（李海舰和杜爽，2021）。共同富裕追求的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平均主义，同样也不允

许两极分化存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可能也带来区域发展不协调等问题。创新型城市试点

政策的实施不仅促进科技创新不断进步，还将通过集聚创新资源来推动数字经济、数字服务

业、电子商务等多种新经济形态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促进区域以及不同群体的协调发展，为城

乡收入差距、区域发展差距等问题提供新的解决路径，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例如，数字服务业

的发展能够间接推动协调性均衡发展，进而促进共同富裕（王雪莹等，2022），而农村电商的发展

能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共同富裕（陈享光等，2023）。

富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首要保证，只有奠定坚实的基础，才能建设好共同富裕的各种“精

神生活”。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很难使经济发展取得突破性的进步。如果要促进经济发展，必

须加大对创新的支持力度，以创新带动技术进步，从而推动经济增长（Romer，1990）。创新型城

市试点政策不仅是推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举措之一，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转向创

新驱动的关键，在提高城市创新能力、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的过程中非常重要。创新型城市试

点政策的实施将促使地方政府加大创新投入，并且降低企业创新研发风险，促使企业进行更多

的研发（Clausen，2009）。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够合理地引导要素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模式，提

高企业的生产效率，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而使企业利润增加，推动经济发展，最终促使物质

富裕的实现。同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也能够显著降低碳排放量（苏涛永等，2022）和

增加城市绿色发展绩效（郭俊华和周丹萍，2021），这也有利于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推动精神富

裕的实现。

（二）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共同富裕作用机制分析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讨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影响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主

要从城镇化、人才集聚和产业结构升级三方面进行分析。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将通过城镇化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一

方面促进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增加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吸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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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向城镇流入，加速城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技术创新促进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居民在交

通出行、生活方式等方面发生改变，生活理念发生转变。同时，城镇化的发展也是实现共同富裕

的必经之路。首先，城镇化将优化城乡空间布局，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所导致的资源流通限制，促

进城乡融合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奠定基础（孙学涛等，2022）；其次，城镇化

将使得大量农村劳动力到城镇就业，这不仅能提高居民的收入，还将激发居民消费潜力，促进物

质层面的共同富裕；最后，城镇化的发展将推动基础设施尤其是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加快公共

服务均等化进程（赵丽琴等，2023），促进社会公平公正，使更多居民享受高品质生活，促进精神

层面的共同富裕。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设 2a：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通过城镇化促进共同富裕。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将通过人才集聚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

将促进人才集聚（张扬，2021）。为吸引高素质人才，各试点城市出台科研补助、住房补贴等一系

列优惠政策，在给高素质人才工作、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降低人力资源的搜集成本，为城市创

新发展奠定人才基础。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将优化创新环境，增强创业者的创业意愿

（白俊红等，2022），吸引创业者进行创业；同时也将进一步促进“产学研”合作，降低高校、科研

机构与企业之间的人才交流成本（冉征和郑江淮，2023），提升创新试点城市的人力资源“蓄水

池”功能，使创新试点城市吸引大量的创新人才，产生良好的人才集聚效应。人才集聚正是实现

共同富裕的动力源泉。一方面，人才集聚为思想碰撞与知识交流提供条件（Glaeser 和 Gottlieb，

2009），通过跨地区学术交流、项目合作等方式推动知识溢出和技术扩散，有助于科技研发和技

术创新，加速新技术的转化应用；另一方面，人才集聚也促使更多的科技人才进入基层，助力农

村经济、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发展，激发乡村创新创业潜力，缩小城市、城乡之间的差距，促进

共同富裕。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设 2b：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通过人才集聚促进共同富裕。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将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创新型试点城市能够提

升城市创新水平（霍春辉等，2020），提升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形成创新驱动

高质量发展的新模式。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能够提升城市的创新能力，科技发展水平

的提升将促进产业、行业间的协调发展，也促使相关产业部门与企业改进生产设备，提升生产

效率，开展新的生产经营模式。企业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积极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优化创新环

境，进而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水平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对共同富裕的发展同样

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从“做大蛋糕”角度来看，产业结构升级使劳动力更多地向第二、第三产

业聚集，不仅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还将提高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从“分好蛋糕”角度来

看，产业结构升级能够加速要素流动，降低资源错配程度，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王晓等，2022），

优化收入分配制度，推动产业间协调发展，有利于缓解城乡收入以及行业间的不平等。基于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设 2c：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共同富裕。

当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可能对共同富裕产生负面影响。首先是有可能加剧“城

市病”“乡村病”等问题。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将加快城镇化的发展进程，大量农村劳动

力进入城市，给城市带来交通拥挤等“城市病”，导致居民生活满意度下降。农村流失大量劳动

力，可能出现一些“乡村病”，这将拉大城乡差距，不利于整体共同富裕的发展。其次是创新型

城市试点政策的“虹吸效应”可能大于“示范效应”（晏艳阳等，2022）。各城市为吸引高质量人

才采取各种措施（李磊和王天宇，2023）。试点城市往往能够吸引到数量更多、能力更强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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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资源“竞争效应”大于“联动效应”（张新月和师博，2022），这会扩大城市间的差距，进而对

共同富裕产生负面影响。最后是可能产生“空间溢出效应”。创新型试点城市推动产业结构升

级会产生“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城市绿色技术进步产生“抑制”作用（张杰和范雨婷，2023），

导致“致富效应”显著而“共富效应”不足（彭刚等，2023）。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共同富裕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 1所示。
 

创新型城市

试点政策
共同富裕

• 城镇化

• 人才集聚

• 产业结构升级

作
用
机
制

子
维
度

• 共同度

• 富裕度

• 提升创新氛围，
推动创新发展

• 推进创新协同发展，
缩小城乡差距

直
接
效
应

 
图 1    理论分析框架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双重差分法常用于评测政策的实施效果，其在严格控制城市与时间两个维度后，可以尽可

能排除其他共时性因素产生的影响（霍春辉等，2020），提取出政策实施对研究目标的净效应。

因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时间不尽相同，本文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来研究创新型城市试

点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本文的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为：

Cwmi,t = β0+β1DIDi,t +βControlsi,t +µi+τi+εi,t （1）

i t Cwmi,t DIDi,t

i t β1

β1 Controlsi,t µi τi

εi,t

其中，下标 和 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 为因变量，即共同富裕指数； 为核心解释变量，

代表 城市在 年是否实施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其系数 体现了政策影响净效应，若回归系数

为正且显著，则说明政策的实施能够推动共同富裕的发展； 为控制变量， 和 为城

市和年份虚拟变量； 为不可观测的随机误差。

（二）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的测度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学者们从不同维度进行测算（郭健等，2022；

张金林等，2022；张旺等，2023），并且在指标的选取方面也存在差异。万海远和陈基平（2021）采

用单一指标来衡量共同富裕的两个维度；刘培林等（2021）在构建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多个维

度指标综合衡量共同富裕；李金昌和余卫（2022）在构建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时全部选用单向指

标。结合这些学者的研究，本文认为新时代的共同富裕应是共享和富裕的统一。在大力发展生

产力，提升居民生活水平，满足居民物质生活富足的同时，还要注重居民的精神生活，提升居民

的综合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新时代的共同富裕也注重公平正义，但其追求的不是完全一致的

同时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而是“允许在一个良序社会中承认优越性的价值”（Rawls，

1999），允许存在富裕的合理差距。因此，本文尝试从城乡差距、产业差距、区域内差距和区域间

差距四个维度衡量共同度，从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两个维度衡量富裕度。在综合现有文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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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从共同富裕的内涵出发，考虑到指标选取的全面性、科学性等原则，构建包含 2 个一级指

标、6个二级指标和 16个三级指标的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具体指标见表 1。
  

表 1    共同富裕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变量定义

共同富裕指数

共同度

城乡差距
城乡人均收入之差/地区人均收入

城乡人均支出之差/地区人均支出

产业差距
泰尔指数

三次产业就业人数占比差异系数

区域内差距
区域各县（区）人均GDP差异系数

区域各县（区）人均社会消费品总额差异系数

区域间差距
人均GDP/全国人均GDP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国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

富裕度

物质富裕

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均消费支出

人均移动电话数

每万人执业医师数

精神富裕

保险覆盖率

每万人图书册数（万人/千册）

文体从业人员数/总就业人数

人均受教育年数
 
 

本文使用的泰尔指数的运算公式为：

T L =
n∑

i=1

(Yi

Y

)
ln

(
Yi

Li

/
Y
L

)
（2）

i = 1,2,3 Yi i Li i其中，TL 表示泰尔指数，i 表示产业， ； 表示第 产业的产值，Y 表示总产值， 表示第 产

业的就业人数，L 表示总就业人数，n 表示产业部门数。

在具体测算方法上，本文借鉴万广华等（2023）的测算方法，使用能够充分考虑各指标提供

的数值信息以及所得结果更加客观的熵值法对共同富裕指数进行测算。

2. 核心解释变量：创新型试点城市政策

Treatedi,t ×Timei,t

Treatedi,t

Timei,t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是创新型试点城市虚拟变量，即 ，该城市被设立为创新

型试点城市，设为处理组，对应的政策虚拟变量（ ）取值为 1，否则为 0；该城市被设立为

创新型试点城市当年及以后的年份对应的时间虚拟变量（ ）取值为 1，否则为 0。本文处理

组为 42个创新型试点城市，其他 216个非试点城市为对照组。

3. 控制变量

gov

f ina

edu

f ori

lab

invest

本文根据现有文献选取以下 6个控制变量：一是政府规模（ ），借鉴金殿臣等（2023）的研

究，采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二是金融发展水平（ ），借鉴

马为彪和吴玉鸣（2022）的研究，采用年末贷款余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三是教育支出

（ ），借鉴陈昱燃等（2022）的研究，采用教育支出与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之比衡量；四是

对外开放程度（ ），借鉴惠献波（2023）的研究，采用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衡

量；五是劳动力工资水平（ ），借鉴熊凯军和张柳钦（2023）的研究，采用在岗城镇职工平均工

资取对数衡量；六是固定资产投资（ ），借鉴马威和张人中（2022）的研究，采用固定资产投

资总额取对数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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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样本选择与数据说明

为确保数据的完整性，本文剔除了巢湖市、三沙市等在样本期内发生撤市或设市的城市以

及数据缺失严重的厦门、海口两市。考虑到 2018年新公布的创新型试点城市，其政策实施时间

较短，同样剔除 2018年新公布的创新型试点城市以及港澳台地区。因此，本文以 2002−2020年

中国 258个城市为研究样本，其中包括 42个创新型试点城市与 216个非试点城市。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县域统计

年鉴》和各省市县的统计年鉴以及 EPS 数据库等，创新型城市试点信息来自《建设创新型城市工

作指引》。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共同富裕指数 Cwm 4 902 0.3937 0.0570 0.1833 0.7060

创新型试点城市虚拟变量 DID 4 902 0.0877 0.2829 0 1

政府规模 gov 4 902 0.1724 0.0993 0.0111 1.0267

金融发展水平 fina 4 902 1.3049 0.5813 0.0544 5.5897

教育支出 edu 4 902 0.1832 0.0445 0.0177 0.4943

对外开放程度 fori 4 902 0.0178 0.0213 1.85e-06 0.2676

劳动力工资水平 lab 4 902 10.3574 0.7023 2.2834 12.1282

固定资产投资 invest 4 902 15.4938 1.3318 11.1471 19.1428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表 3汇报的是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共同富裕影响的估计结果。列（1）为不考虑固定效应

的结果，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虚拟变量估计值显著为正，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有

利于促进共同富裕。列（2）、列（3）分别为控制时间和城市单个固定效应的结果，虚拟变量估计

值虽然有所变化，但均显著为正，表明分别在控制时间和城市固定效应之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

策的实施仍是有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为排除其他干扰因素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列（4）、列（5）
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来检验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列（4）为不考虑其他控

制变量的情况下，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根据回归结果，创新型试点城市虚

拟变量的估计值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列（5）是在列（4）的基础上考虑了控制变量的影

响。根据回归结果，创新型试点城市虚拟变量的估计值为 0.0136，虽然相较于加入控制变量之前

有所波动，但依然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因此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能够促进

共同富裕指数平均提高 1.36%，这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作为我国创新发展的重要战略有利

于促进共同富裕，即假设 1得证。

表 3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1） （2） （3） （4） （5）

DID 0.0222***（0.0016） 0.0214***（0.0016） 0.0193***（0.0013） 0.0144***（0.0012） 0.0136***（0.0012）

gov −0.1983***（0.0051） −0.2052***（0.0055） −0.0629***（0.0078） −0.0364***（0.0071）

fina 0.0291***（0.0008） 0.0296***（0.0008） 0.0159***（0.0013） −0.0033**（0.0013）

fori 0.1809***（0.0206） 0.1953***（0.0212） 0.0299*（0.0180） 0.0741***（0.0160）

edu −0.2259***（0.0097） −0.2381***（0.0097） 0.0066（0.0107） 0.0392***（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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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行趋势检验

本文借鉴张国建等（2019）的研究思路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将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正式实施

前第 6年这一时间节点定为比较基期，平行趋势检验的基本模型设定如下：

Cwmi,t = α0+α1 pre−5+α2 pre−4+ · · ·+α6Currenti,t + · · ·+α13 post7+αkControlsi,t +µi+τi+εi,t （3）

Currenti,t

pre post

α t

其中， 表示创新型城市试点设立当

期， 表示试点设立前， 表示试点设立

后，下标数字表示设立前后的第几年，系数

反映第 年创新型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的

共同富裕差异。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如图 2 所

示。根据分析结果，在创新试点政策实施之

前，虚拟变量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表明创新试

点城市和非试点城市并不存在显著差异，满

足平行趋势假设。而在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

开始实施之后，虚拟变量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试点城市和非试点城市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创

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共同富裕发展的推动作用显著，并且推进作用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增强。综

上所述，共同富裕发展并不是政策实施前的共同趋势所导致的，模型通过平行趋势检验。

（三）稳健性检验

1. 安慰剂检验

为排除年份、城市层面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本文进行安慰剂检验。以随机抽取的方式从

258个城市中选出与处理组相同个数的 42个城市组成一个新样本，并随机选取创新型城市试点

政策的实施年份，生成新的虚拟变量进行回

归，重复上述操作 500 次。得到的估计系数

密度分布情况图如图 3 所示。估计系数集中

分布于零附近，而代表基准回归实际估计值

的垂直虚线显著异于整体分布，表明创新型

城市试点政策对于共同富裕的正向效应并非

来自偶然因素，本文基准回归结论是稳健的。

2. 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

在设立创新型城市时往往会考虑城市的

创新水平和经济发展状况，试点城市的设立

 

续表 3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1） （2） （3） （4） （5）

lab 0.0388***（0.0011） 0.0272***（0.0019） 0.0356***（0.0011） −0.0026*（0.0015）

invest 0.0068***（0.0006） 0.0077***（0.0006） 0.0071***（0.0007） 0.0040***（0.0007）

Constant −0.0812***（0.0074） 0.0266（0.0193） −0.0987***（0.0059） 0.3924***（0.0002） 0.3589***（0.0188）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N 4 902 4 902 4 902 4 902 4 902

R2 0.758 0.766 0.914 0.933 0.936

　　注：*** 、 **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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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实验”（李仁宇和

钟腾龙，2021），可能会违背双重差分模型的

共同趋势假设。因此，本文采用 PSM-DID 来

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选取 5 个匹配变量：

一是信息化建设水平（ ），用国家互联网

用户数的对数衡量；二是创新发展（ ），

用专利申请数取对数衡量；三是政府科研投

资（ ），用科学支出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

出的比重衡量；四是企业集聚水平（ ），

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的对数衡量；五是基

in f础设施建设水平（ ），用人均道路面积衡量。首先使用这 5个匹配变量进行 logit 回归，然后运

用最近邻匹配方法进行 1:4 匹配，最后再根据新匹配的样本进行回归。最近邻匹配法的匹配结

果如图 4所示。竖线代表标准误为 0，点为匹配变量，经过匹配，各点由远离竖线变为靠近竖线，

匹配效果良好。PSM-DID 结果如表 4列（1）所示，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与前文所得结果一致，表

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显著地促进共同富裕，验证了前面结论的稳健性。
  

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

（1）PSM-DID （2）排除其他政策干扰 （3）1%缩尾处理 （4）5%缩尾处理

DID 0.0068***（0.0013） 0.0137***（0.0012） 0.0135***（0.0012） 0.0077***（0.0011）

DID1 −0.0008（0.001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4 459 4 902 4 902 4 902

R2 0.845 0.841 0.844 0.830
 
 

3. 排除其他政策干扰

DID1

在研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与共同富裕关系的同时，需要排除其他政策的干扰。智慧城市

建设致力于使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智能技术使城市设施建设、经济发展等各方面更高效，其对

城市创新尤其是城市高技术产业发展具有积极影响，这可能会对共同富裕产生影响，同时考虑

到智慧城市政策实施时间与创新型城市相近，故选择智慧城市政策进行检验，并设智慧城市政

策虚拟变量为 。实证结果如表 4的列（2）所示，在考虑其他政策干扰的情况下，系数依旧显

著，并且符号与前文相同，证明了前文所得结论的可靠性。

4. 缩尾处理

对所有连续变量分别进行 1% 和 5% 的缩尾处理，再重新进行估计，结果如表 4 列（3）、列
（4）所示。在 1% 或 5% 的缩尾处理情况下，创新型城市虚拟变量的系数均在 1% 的显著性水平

下显著为正，与前文结果一致，证明前文所得结论是稳健的。

（四）异质性分析

1. 城市区位异质性

城市经济的发展状况与所处的地理区位等因素相关。为验证城市区位异质性，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 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划分范围，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分

别研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城市区位异质性检验结果如表 5列（1）、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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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创新型城市虚拟变量的系数大小虽有所不同，但均

显著为正，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均能促进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共同富裕。本文借

鉴薛飞和陈煦（2022）的研究，采用似无相关模型 SUR 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

区的组间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两组的系数可以直接进行比较。同时，中西部地

区的系数高于东部地区，表明中西部地区创新型城市政策的实施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大于东

部地区。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相较于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处于经济发展

上升阶段，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中西部地区的创新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表 5    异质性检验

城市区位异质性检验 城市等级异质性检验

（1）东部地区 （2）中西部地区 （3）高等级城市 （4）一般城市

DID 0.0067***（0.0020） 0.0152***（0.0014） −0.0034（0.0022） 0.0108***（0.001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 330 3 572 627 4 275

R2 0.940 0.933 0.956 0.912
X2 0.016*** 0.032***

　　注：X2为基于似无相关模型检验的估计量。
 
 

2. 城市等级异质性

本文借鉴华岳和叶芸（2023）、韦庄禹（2022）的研究，将直辖市、省会城市以及副省级城市

共计 33个城市划分为高等级城市，剩下的其他城市为一般城市。这是由于省会城市、副省级城

市和直辖市一般为本省或所在区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李政和杨思莹，2019），将这三类城

市划分为一类具有合理性。城市等级异质性结果如表 5列（3）、列（4）所示。基于似无相关模型

的检验结果，组间系数存在显著差异，可以直接进行比较。高等级城市的创新型城市虚拟变量

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一般城市的虚拟变量系数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创

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对促进高等级城市共同富裕不显著，而对一般城市共同富裕具有显著

的正向作用。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高等级城市不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居民的社会生

活保障都已达到较高水平，导致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效应不显著，而一般城市经济基础

相对较弱，各类社会保障系统仍需完善，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够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提升城市

综合能力，从而对共同富裕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

五、机制分析

根据前文的分析，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可能通过城镇化、人才集聚、产业结构升级三个途

径对共同富裕产生影响。在进行机制分析时，多数学者使用温忠麟提出的中介效应模型，但该

检验方法因其内生性偏误等原因可能导致结果不可靠（江艇，2022）。本文借鉴刘斌和甄洋

（2022）的研究，通过观测核心解释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进行机制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6所示，

其中列（1）、列（2）和列（3）分别为城镇化、人才集聚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检验结果。

表 6    机制检验

（1）城镇化 （2）人才集聚 （3）产业结构升级

DID 1.4989***（0.3503） 0.0033***（0.0002） 0.1153***（0.018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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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镇化的机制检验

本文选取城镇化率作为衡量城镇化的指标进行机制检验。表 6列（1）结果显示创新型城市

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够通过城镇

化对共同富裕产生正面影响，即假设 2a 得证。其原因为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能推动新型

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快资源要素的流动速度，不仅促使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提高农村居民收

入，还能提高农村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推动城镇化的发展进程。城镇化的提高将加速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促进共同富裕。

（二）人才集聚的机制检验

本文借鉴白俊红等（2022）、杜群阳和俞航东（2019）的研究，采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

软件业从业人员数与科研、技术服务以及地质勘查业从业人员数之和占城市总从业人员的比重

来衡量人才集聚，使用这两类行业人数主要是因为这两类行业所要求的知识、技术水平要高于

其他行业。具体结果见表 6 列（2），估计系数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创新型城市

试点政策能够通过人才集聚促进共同富裕，即假设 2b 得证。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能为试

点城市吸引到大量的创新人才，人才集聚将加快知识、技术的溢出扩散，不仅能够促进各种新

兴产业的发展，提升居民的收入，缩小城乡、区域、行业之间的差距，还能加速高新技术的应用，

提升生产效率，从而促进共同富裕。

（三）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检验

本文借鉴王晓等（2022）的研究，以产业高级化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代理变量，用第三与第

二产业产值之比衡量产业结构升级，具体结果见表 6列（3），估计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

著为正，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够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对共同富裕产生正面影响，即假设

2c 得证。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使更多的资源应用于生产效率更高的产业，推动产业结构

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一方面能创造大量的工作岗位，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另一方面能完善资源

配置系统，促进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缩小行业间收入差距，进而促进共同富裕。

六、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要解决好普遍增长和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这就需要依靠创新。因此，必须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本文首先分析创新

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共同富裕影响的理论机制，利用 2002−2020 年中国 258 个城市的数据，在构

建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并进行测算基础上，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

的实施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1）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有利于促进共同富

裕，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2）异质性检验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

对中西部地区和一般城市具有更高的政策效应，而对高等级城市共同富裕并不存在显著作用；

（3）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主要通过城镇化、人才集聚和产业结构升级等途径

对共同富裕产生影响。

 

续表 6    机制检验

（1）城镇化 （2）人才集聚 （3）产业结构升级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N 4 902 4 902 4 902

R2 0.931 0.870 0.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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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继续推行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提高城市自主创新

能力。本文结论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能够通过城镇化、人才集聚、产业结构升级三

条路径显著促进共同富裕。因此，继续深入推动创新型试点城市建设的同时，进一步完善劳动

力市场，促进人才充分就业，提高居民收入，促进城乡融合，推动城镇化的发展，应加大教育财

政支出与科研支出，培养高质量人才，为城市创新提供动力支持，提升城市自主创新能力。还应

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共同富裕发展。（2）构建更加公平的分配制度，

促进共同富裕发展。在实施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时，应加强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为资源要素

的流通提供基础，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快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

缩小城乡差距。（3）实施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时要“因地制宜”和“因城施策”。本文异质性的研

究表明不同类型城市实施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效应不同，应将创新型城

市试点政策更多地向中西部城市与一般城市倾斜，增加试点城市数量，更好地发挥创新型城市

试点政策对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同时，对于高等级城市，要注重城市创新质量的提升，加强城

市之间的交流学习，促进共同富裕。

　　* 感谢审稿专家和编辑部提出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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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Innovative City Pilot Policy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Yang Renfa1,  Li Zixin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2. School of Big Data and Statistic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China)

Summary: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socialism and the top priority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not only emphasizes the prosperity of material life, but also
pays attention to the fullness of spiritual life, which is the unity of development and sharing. To promote com-
mon prosperity i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e need to rely on the strong driving force of innovation. There-
fore, we must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rough innovation, so as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innovative city pilot policy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m-
mon prosperity, this paper uses the panel data of 258 cities at the prefecture level and above in China from
2002 to 2020 to construct a common prosperity index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commonness and affluence,
and uses the multi-period DID model for empirical test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nov-
ative city pilot policy is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this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The heterogeneity test finds that the innovative city pilot policy can signific-
ant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nd general cities. The
mechanism test shows that the innovative city pilot policy mainly acts on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urbaniz-
ation, talent agglomer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The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novative city pilot policy, it
uses the multi-period DID model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study on whether the innovative city pilot policy can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which not only expands the policy effect analysis of innovative city pilot policy,
but also provides policy enlightenment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It
also provides a decision-making basis for further expanding the scope of innovative city pilot projects in the
next stage. Second, it constructs an indicator system of common prosperity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com-
monness and affluence, and measures the common prosperity index, which further supplements the quantitat-
ive measurement of common prosperity. Third, it clarifies and empirically tests the mechanism of innovative
city pilot policy on common prosperity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urbanization, talent agglomeration, and indus-
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which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further formulating policies to promote com-
mon prosperity.

Key words:  common prosperity； innovative city pilot policy； multi-period DID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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